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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
演进与方法论意义

陈纳慧∗∗∗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该理论转向对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

战.尽管都以关系本体为旨归,但关系主义学者的主张却不尽相同.

过程关系主义、过程建构主义、共在存在论和量子关系理论在体现对

关系本体的多样化理解上具有典型性,也表现出充分的本体论自觉.

它们之间围绕着关系本体论而展开的对话和论辩体现了关系本体论

的演进趋势.与关系本体直接相关的是其方法论关系理性.关系理

性的多种表现形式为人们理解国际社会的差异和冲突提供了丰富的

思路,更重要的是,关系理性可以成为冲突化解之道,使一个在实体

主义框架下无以可能的世界成为可能.以文化为方法和进一步借助

量子理论是关系主义下一步发展的两个重要思路.此外,关系主义

的发展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有力的挑战,这将使国际关系学科的研

究内容和方法面临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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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和整体性 关系理性

国际关系学科自创立以来由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主流理

论交替或共同主导.然而,三大理论不仅相互质疑,还面临着来自其他理论新

方向的挑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兴起的关系理论便是其中之一,并形成了备受

关注的“关系转向”(therelationalturn).关系转向对主流理论所普遍建基于

的牛顿式的个体主义和结构性实体主义提出挑战,认为现实的基本要素不是

实体而是关系.这意味着并非像实体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实体存在于关系

之先———如在经典的台球比喻中,先有台球实体,之后才能展开它们之间的互

动并形成关系类型;情况恰恰相反,实体来自于关系,或在一些关系论学者看

来,实体与关系共存共生,不分先后.① 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本体论,多数关系

主义者主张,研究关系而非实体才是首要的.

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的争论植根于深远的社会科学传

统.在社会科学的发展长河中,关系主义一直是一支重要的支流,广泛分布于

各学科中,尽管许多相关理论和论述并未刻意强调其关系主义渊源或给自己

贴上关系主义的标签.西方知识界普遍将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ofEphesus)视为过程哲学的开创者.② 而中国学者认

为,中国哲学中的阴阳对偶关系、中庸辩证法、变通等概念都蕴含着丰富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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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大多数关系主义学者认为关系先于实体,最典型的如美利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ThaddeusJackson)和乔治城大学教授丹尼尔内克松(DanielH．Nexon)所提出的“关系先于国家”,参见

PatrickThaddeusJacksonandDanielH．Nexon,“RelationsBeforeStates:Substances,Processandthe
StudyofWorldPolitic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５,No．３,１９９９,pp２９１Ｇ３３２.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关系与实体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如本文将要讨论的秦亚青和潘成鑫的观点.此

外,潘成鑫在已有的关系研究文献中发现了另外两种关于实体与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观点:(１)将关系和实体

视为截然对立的;(２)摒弃实体,将一切视作关系.参见ChengxinPan,“ReclaimingSubstancesinRelationＧ
alism:Quantum HolographyandSubstanceＧbased RelationalAnalysisin WorldPolitics,”Millennium:
Journal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４９,No．３,２０２１,pp５７７Ｇ６０３.如果大多数人并不能轻易依循关系主

义的思路来重新理解台球比喻,那么或许可以从“风在吹”的例子中获得更有效的反思.
NicholasRescher,ProcessMetaphysics:AnIntroductiontoProcessPhilosophy,Albany,N．Y．:

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６,p９．



系性理念.① 据此,则中国的关系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文王

所作的«周易»,乃至上古的神农时代的«连山易»和黄帝时代的«归藏易».② 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末在国际关系学科兴起的关系转向蕴藉于并呈现在社会网络分

析、实践理论、实用主义、话语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③

这些理论并不局限于国际关系学科,往往贯穿于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哲学等

多个学科.

的确,这些多样化的学科和理论说明,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学还是更广泛的

社会科学中,关系主义都具有丰富的谱系.而关系主义的系谱图也并不是唯

一的.除了通过学科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来区分关系主义内部的差异,另一种

常见的区分法是强调不同的文化和地理背景,后者最突出地体现在关于中西

方关系主义研究的讨论中.尽管西方关系主义的内部存在诸多分支,但当非

西方关系研究,如中国的关系研究加入对话时,学界往往更倾向于暂时搁置西

方内部的不同,而将关注点投注到西方关系研究作为松散的整体与中国关系

研究的差异上.④ 这主要是基于文化影响(也许并非决定)论的假设,即不同的

地理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研究者对关系、关系的作用,以及该如何研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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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６—７８、
９４—９７页;可参阅秦亚青更新近的英文专著及其中文版中的相关论述,YaqingQin,ARelationalTheoryof
Worl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８;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

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
我们对«易经»的认知多限于周文王所作的«周易»,但其实«周易»只是«易经»学问的一部分,它与

«连山易»«归藏易»合称为“三易”,参见南怀瑾:«易经杂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４页.
PatrickThaddeusJacksonandDanielH．Nexon,“ReclaimingtheSocial:RelationalisminAngloＧ

phoneInternationalStudies,”CambridgeReview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３２,No．５,２０１９,pp５８５Ｇ
５９１;AstridH．M．Nordinetal．,“TowardsGlobalRelationalTheorizing:ADialoguebetweenSinophone
andAnglophoneScholarshiponRelationalism,”CambridgeReviewofInternationalAffairs,３２:５,２０１９,
p５７３．

PatrickThaddeusJacksonandDanielH．Nexon,“ReclaimingtheSocial:RelationalisminAngloＧ
phoneInternationalStudies,”pp５８２Ｇ６００;EmilianKavalski,“GuanxiorWhatIstheChineseforRelational
Theoryof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８,No．３,２０１８,pp３９７Ｇ４２０;
AstridH．M．Nordin,etal．,“TowardsGlobalRelationalTheorizing:ADialoguebetweenSinophoneand
AnglophoneScholarshiponRelationalism,”pp５７０Ｇ５８１;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７８—９７页.另外,一些关系主义研究也关注其他文化.例如,«国际研究评论»(ReＧ
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２０２１年的特刊中,讨论了南美洲安第斯山脉一带国家的宇宙观、澳洲原住民

的政治文化,参见 TamaraTrownsell,“RecraftingOntology,”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December
１３,２０２１,pp１Ｇ２０,DOI:１０．１０１７/S０２６０２１０５２１０００６６８;MorganBrigg,MaryGraham,andMartinWeber,
“RelationalIndigenousSystems:AboriginalAustralianPoliticalOrderingandReconfiguringIR,”Reviewof
InternationalStudies,August１０,２０２１,pp１Ｇ１９,DOI:１０．１０１７/S０２６０２１０５２１０００４２５.



系产生不同的理解.这种影响的一个明显表现是,中国的关系研究更关注身

份、权力、声望这些关系所孕化的表现形式,而并非上述西方所热衷的关于研

究路径和方法论的争辩.①

与以往的东方作为他者和异己的传统不同,②中国的关系研究往往并不是

被动地被视作带有中华文化的烙印,相反,独特的文化渊源正是它着意强调

的,以此来突出与西方理论的不同.当然,这种独特性通常暗含着优越性.例

如,中国“关系转向”的代表学者秦亚青就曾明确指出,他的关系理论以中国哲

学文化为营养,以中西思想沟通比较为途径,力图对中国传统的理念和思想进

行概念化凝练和理论化建构.③ 与这一文化自信直接相关的是中国学派的兴

起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提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现象和背景.④ 一方面,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

逐步形成了以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天下体系理论等流派为代表的理论创

新.⑤ 尽管各流派在研究方法与观点上各有差异,但它们都从中华文化中汲取

思想资源;另一方面,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Acharya)和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BarryBuzan)于２００５年呼吁关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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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PatrickThaddeusJacksonandDanielH．Nexon,“ReclaimingtheSocial:RelationalisminAngloＧ
phoneInternationalStudies,”p．５９６;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如塔林大学教授彼得泽尔格(PeeterSelg)详细

论述了西方学界两种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参见PeeterSelg,“TwoFacesofthe‘RelationalTurn’,”PS:PoＧ
liticalScience& Politics,Vol．４９,Issue１,２０１６,pp２７—３１.

这与西方的一元文明观有关,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或者说“文明标准”,因此而将世界分为

“文明的欧洲国家”和“不文明的非欧洲国家”,或“文明的西方国家”和“不文明的非西方国家”.关于西方对

东方的偏见,最具影响力的论述如萨义德所提出的东方主义,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

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版.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第２０页.
学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学派”是个伪概念,无法建成,参见 YanXuetong,“WhyIsThereNoChiＧ

neseIRTheory?”inYanXuetong,etal．,ed．,AncientChineseThought,ModernChinesePower,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pp２５２Ｇ２５９;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第III—VI页.

学界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分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建设中国学派两个阶段.
以１９８７年８月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的召开为起点,２０００年之前为第一阶段,２０００年之后为第二阶段.
关于两个阶段的产生背景、各自特点和区别,参见鲁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建构路径:一项分析与评

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１—２１页;RenXiao,“TowardaChineseSchool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WangGungwuandZhengYongnian,eds．,ChinaandtheNewInternationalOrder,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８,pp２９３Ｇ３０９．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①并于２０１４年正式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GIR)的概念和倡议.② 他们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非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③

尽管多元的理论谱系和文化渊源使得关系主义者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

这些学者之间至少存在一点共识,即以关系本体为旨归,这也是他们之所以都

可被辨认为“关系转向”的发动和推动力量的最根本原因.关系本体的一致立

场为以更综观的视野来梳理关系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已有研究中也不乏

此类尝试,如以关系本体来沟通中西文化分述路径.④ 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止

于关系本体作为共同点,并未进一步细分各学者对于关系本体的多样化理解

(以及学者个体在不同阶段对于关系本体的认识的发展),也没有充分挖掘这

些不同理解之间的对话.

如何对关系本体论内部的分支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明晰的认知,是理

解“关系转向”的基础.为此,本文所提议和采用的围绕关系本体而展开的梳

理方法具有两个特点:第一,这一方法并不否认学科方法论和地理文化等差

异,而是将关系本体作为另一种比较和区别的视角.它不因文化或方法论差

异而对研究对象进行划界,却可以以关系本体为蔓,串联起最大范围和最多样

化的关系研究,因此更具有包容性;⑤第二,对关系本体论各分支的分析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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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２００５年,阿查亚和布赞在他们所组织的研究项目中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

题.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２０１０年以论文集出版,参见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eds．,NonＧWestern
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erspectivesonandBeyondAsia,London;NewYork:Routledge,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阿查亚在他出任国际研究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中,正式提出了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和

倡议,参见 AmitavAcharya,“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IR)andRegionalWorlds:ANewAgendafor
InternationalStudie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５８,No．４,２０１４,pp６４７Ｇ６５９.２０１９年,阿查亚

和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建立百年之际推出了新著«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建立:百年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参见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eds．,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EＧ
volutionofIRatItsCentena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９.

AmitavAcharyaandBarryBuzan,eds．,NonＧWester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erspectives
onandBeyondAsia;TheMakingofGlobalInternationalRelations:OriginsandEvolutionofIRatIts
Centenary．“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概念本身存在诸多争议.此处的使用仅作为便于区分的指称,并不

关涉该概念更复杂的涵义.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
潘成鑫针对关系和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关系学者在关系本体论上的不同看法进行了梳理,并区分了

四种类型.潘文的梳理原则与本文相近,即不以地理文化差异为分类标准,也不刻意强调要沟通中西方文

化的分述路径,却在事实上使不同的关系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围绕着关系与实体之间的关系

这一本体论问题展开了充分的对话.参见 ChengxinPan,“ReclaimingSubstancesinRelationalism:QuanＧ
tum HolographyandSubstanceＧbasedRelationalAnalysisinWorldPolitics”.



孤立的,而是在围绕异与同的对话中展开,因此有助于发现这些理论在推进关

系本体上所呈现出的一定程度的承续演进的趋势.

本文依托国际关系的关系主义文献及国际关系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

研究成果,首先围绕过程关系主义、过程建构主义、共在存在论和量子关系理

论来讨论关系本体论内部的分支.在对关系本体进行细化分析后,本文将讨

论推进至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即在面对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时,关系理

性如何超越实体主义下产生的描述问题的方法论,而成为求解问题的方法论.

最后提出对关系本体及国际关系学科相关层面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关系转向”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关系

本体的多样化理解

　　过程关系主义、过程建构主义、共在存在论和量子关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

“关系转向”的四种典型理论.杰克逊和内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末以来国际关系学中关系本体论的宣言和奠基.他们关于关系本体论的

诸多主张至今依然是很大一部分关系理论(尤其是西方各关系理论流派)的公

约数.２１世纪初以来,秦亚青提出并发展了过程建构主义,旗帜鲜明地要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基,挑战杰克逊和内克松所奠定的主流关系本体论的公约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也从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灵感,但以与秦

亚青相异的思路,提出“共在存在论”.秦亚青和赵汀阳的关系理论不仅丰富

了关系本体论的多样性,受到西方关系学界的关注,也开启了中国国际关系学

界的“关系转向”.然而,当中国关系学界在文化影响论的框架下讨论关系本

体论时,忽视了量子关系理论的兴起这一国际关系学界最新的理论动向.

本文选取并着重论述这四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它们不仅在体现对关系

本体的多样化理解上具有典型性,也表现了充分的本体论自觉.这一自觉体

现在它们相互之间围绕着关系本体论而展开的对话和论辩中.这使人们有机

会观察、梳理和思考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所呈现出的关系本体论的

演进趋势.

(一)帕特里克杰克逊和丹尼尔内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

杰克逊和内克松发表于１９９９年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关系先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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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过程和世界政治研究»,①被认为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界关系转向的开始.②

其后的关系研究无论是试图改进该文的观点,或是另辟蹊径,都很难否认或多

或少受到其启发和影响.

１９９７年,时任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的穆斯塔法埃米尔拜

耳(MustafaEmirbayer)在«关系社会学宣言»中提出,现今,社会学家所面临的

最大选择并不是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能动主体、个体和社会等这些我们所熟知

的二元对立,而是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③ 受埃米尔拜耳的启发,杰克逊和内

克松提出实体主义和关系主义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根本界分,并指出大部

分国际关系理论都属于前一阵营.④

作为牛顿经典物理学在各个学科的投射,实体主义早已在人们对世界的

认知中根深蒂固,那么什么是关系和关系主义? 在１９９９年的文章中,杰克逊

和内克松并未在埃米尔拜耳与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查尔斯  蒂 伊

(CharlesTilly)教授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他们所关注的国际关系领域———

给出更为清晰完整的定义.但他们强调过程对于实体的建构作用和关系的动

态性.一方面,关系的构型形成实体;另一方面,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持

续发展的过程,因此,“过程关系主义”是比关系主义更为妥切的术语.⑤ ２０年

后,在关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系研究的综述中,杰克逊和内克松明确提出

“什么是关系主义”的问题,却依然没有对其做出充分的概念性阐述,而是试图

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所提出的国际关系学两维度———个体

主义和结构整体主义、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中为关系主义定位.他们指

出,关系主义既不是个体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无论是个体主义、结构主义

还是关系主义,都既可以是物质主义,也可以是理念主义.⑥ 事实上,对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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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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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theStudyofWorldPolitics．”

EmilianKavalski,“Guanxior WhatIstheChineseforRelationalTheoryof WorldPolitics,”
p４０８．

MustafaEmirbayer,“ManifestoforaRelationalSociolog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
Vol．１０３,No．２,１９９７,p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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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关系性及相应的关系主义定义不明是已有关系研究普遍存在的情况,如潘

成鑫所言,人们通常不是从正面直接定义关系,而是通过否定,即它不是什么

而定义之.而概念的定义不明又暗含着本体论的缺陷.①

杰克逊和内克松并不否定实体主义,事实上,在他们看来,很少有政治学

者坚持完全的实体主义或关系主义立场.② 然而,他们指出,实体主义在解释

全球化、相互依存等涉及世界政治变化的议题上存在不足.实体主义者通常

借助演化生物学中的间断平衡论来解释变化,即将变化视为外生因素冲击下

一系列新形式的涌现.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释变化本身,也首先面临着如

何界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的问题.如果所谓的外生因素能对实体发生作

用,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就意味着它们彼此不再存在清晰的

界限.③ 这些问题在过程关系主义中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过程关系主义

中,实体与过程融为一体,于是外生因素与内生因素便不再有严格的界限,④避

免了实体主义对两者的界分难题和悖论.同时,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可

以充分观察实体在任一时点的状态,从而对实体的变化形成系统性认识.⑤ 因

此,变化也并非如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equilibrium)所阐述的那样,在外力

作用下突然而至.

作为国际关系学界“关系转向”的开创者,未能对关系的定义和关系本体

论做出更为清晰的阐述,无疑是一大缺憾.但杰克逊和内克松提出了作为动

态关系的过程对于实体具有建构作用这一关系本体论的核心观点,成为此后

学者反思和发展关系本体论的基础.此外,从其早期研究至今,杰克逊和内

克松一直在发掘关系和关系主义的更多层面,从而不断完善对其认知.例

如,他们提出了过程关系主义的四个核心概念:过程(processes)、构型(conＧ

figurations)、工程(projects)、制约(yoking),⑥阐析了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中性及

位置(position)和过程(process)两条研究路径,还系统梳理了关系主义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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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源.①

(二)秦亚青的过程建构主义

秦亚青在对西方关系理论的批判中,提出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过程建构

主义.他指出,尽管认识到根深蒂固的实体主义思维的缺陷,开拓了新的研究

空间,但西方关系研究的背景依然是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话语体系,所以对关

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为关系而关系”的状态,对关系的本质意义、关系

与过程的关系、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认识并不清晰,于是往

往有意无意地回归实质主义.②

在此背景下,过程建构主义在对关系本体的推进上,主要表现在四个方

面:第一,过程建构主义反对过程(或关系)与行为体(实体)的二元论.已有关

系理论反实体优先论而普遍主张关系先于实体,不仅有典型的如杰克逊和内

克松的过程关系主义,在秦亚青看来,赵汀阳的“共在先于存在”亦属此列.③

秦亚青指出,无论是行为体优先还是过程优先,都摆脱不了二元结构,都试图

将过程视为可以和行为体分离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过程的行为

体抑或没有行为体的过程.因此,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存共

生的.④

第二,过程建构主义在对关系动态性的认识上更为彻底.秦亚青指出,杰

克逊和内克松将过程定义为一系列“事件”,这其实是回归了实质主义,将在某

一时空点上发生的事件及其物化结果作为过程的构成部分.而过程建构主义

则强调互动关系而不是事件;突出的是流动的、历时性的主体间行为,而不是

具体的行为结果;观察的是运动中的变化,不是互动中的物化.⑤

第三,过程建构主义将关系的运动视为过程发展变化的动力,解决了过程

的自身动力问题,论证了过程的自在性.过程的自在性意味着过程可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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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结果,并不需要以结果和为结果而界定,它自身就应该是研究重心.① 这一

思路挑战了西方建基于因果律的,以结果为导向的过程研究,同时也回答了西

方关系研究没有回答的过程动力问题.如上所述,杰克逊和内克松认为关系

主义对实体主义最大的补充意义是可以解释变化.实体主义必须借助外部因

素来解释变化,而事实上并未解释变化本身.在他们所提出的过程关系主义

的框架下,实体在每一时点的状态都能被充分观察,从而得以在过程中了解实

体的变化.这一论述在过程自在性的假设下会面临三方面质疑:首先,即是上

一点所强调的,将过程分割成实体在各个时点的状态,便是将过程物化和回归

实质主义;其次,将过程视作解释变化这一结果的途径,有违于过程独立于结

果的自在性假设;最后,尽管杰克逊和内克松排除了以外部因素来解释变化,

但还没有说明不断发展而形成变化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可以在过程建构主

义中找到的答案是,复杂关系的交错流动产生了过程的能量.②

第四,过程建构主义着力讨论了关系在社会互动实践中的作用,包括帮助

行为体形成自己的身份,产生权力,孕育国际规范.这也正是上述杰克逊和内

克松所指出的中国关系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对关系所孕化的

表现形式的关注远多于西方.杰克逊和内克松将这一中西关系研究的差异归

因于文化.这一解释不乏一定的道理.在对关系的这些作用进行阐释时,秦

亚青借助了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源.不难发现,中国文化资源中的案例不

仅仅只是可选项,它们的确对更为深入完整地理解关系如何孕化身份、权力、

声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换句话说,对于这些现象的解读往往只有在中

国文化的语境中才能豁然开朗.例如,中国人的“面子情结”.“面子情结”是

关系性的,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有意义.它是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眼

光、态度的感知的组合.“面子”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

社会地位和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还可能关涉社会互动中享有的权力和

利益.③

由于秦亚青将关系性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来看待,因此,他的关系

理论被认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面临着关于理论的可流通性和普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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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质疑.① 首先,理论是否可以被打上国别标签,这也直接催生了关于中国

学派的质疑,即是否可以国别为标准来划分学派.② 其次,尽管中国古代就有

“关系”一词,但主要为牵涉或影响之意.将其视为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

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即对应“relation”和“relationship”———是现代才有的

用法.③ 这一意义上的“关系”,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所言,事

实上并非中国的本土概念而是外来语.中国传统语境中只有与之相近的表

述,如“人伦”和“伦常”,特指从亲属关系外推、将人分成亲疏远近的对人的认

知模式,是中国人基于“人伦中心”生活方式的特殊经验.如果秦亚青的关系

理论所借用的是这一关系概念,那么,无疑无法作为普适性的概念加以推广,

也不能用来补充西方个人社会的契约关系.④

(三)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

赵汀阳的“共在存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分了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

两个具有完全不同存在论的世界.物的世界关注存在及何物存在;而在事的

世界即人的生活世界,人被做成什么样的存在才是重要的.“人被做成什么

样”意味着人是一个未完成且可选择的概念,由人们所做之事来定义,而这些

事又不是可以独自完成的,必定与他人有关.于是,“我做”创造了人际关系和

互动行为.“我做”不仅创造了“我在”,同时也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共在.人的

世界是一个存在于互动关系之中的世界.⑤

赵汀阳所区分的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或人的世界)也就是实体的世界和

关系的世界.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关系决定存在只限于人际,关系主义只是

人的世界的存在论,物的世界依然通行实体主义.⑥ 这既不同于杰克逊和内

克松将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无论是否与人有关)作为普遍通行的先在,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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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像秦亚青那样,不仅将人的关系视作社会世界的核心,也以关系本体来定

义物的世界.因此,从对适用范围的界分来看,赵汀阳并非彻底的关系主

义者.

在对物的世界和事的世界进行界分后,赵汀阳将关注点集中到事的世界,

因为在他看来,关于物的世界的解释是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的事.赵汀阳所

描述的事的世界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在事的世界,存在论

问题由“是”转变为“做”,做事就是在创造,意味着人有超越必然的自由.人必

须决定何事存在,以何种价值去做事,于是存在变成了应在的结果,价值问题

与存在问题交汇成一个问题.① 对“人”这一主体的强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

上与秦亚青希望通过强调无主体过程的存在来证明过程的自在性的思路背道

而驰;②另一方面,尽管秦亚青批判西方普遍以有主体过程为思维定式,③但这

些主体通常是国家或机构(如国际组织),很难找到人的身影.赵汀阳则旗帜鲜

明地把人放到突出显要的位置,并论证了人可以通过做事来创造和修改命运(亦

即人的存在),于是,生活有了意义和价值,有了自由、道德、幸福和爱这些创造性

的奇迹的可能.④ 这些主张都与儒家思想对人的价值的重视不无关系.

(四)量子视角与关系理论的新动向

量子关系理论是“关系转向”与“量子转向”(thequantumturn)相结合的产

物.“量子转向”是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重要动向.⑤ 更有学者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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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或许国际关系学界将迎来一场持久的量子革命.① ２０世纪初量子理论引

发了物理学变革,社会科学界的跟进相对滞后,直到近十年才涌现出大量相关

文献.② 但事实上,至少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量子理论就已受到了政治学界的

关注.１９２８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PoliticalScienceAssociation)会

长威廉本尼特蒙罗(WilliamBennettMunro)在演讲中提到量子理论的影

响力.③ 此外,物理学界也曾指出量子力学的形成深受东方哲学的启发,并关

注到两者间的诸多相似性.④ 这些都说明,量子的相关理念早就已经孕育在社

会科学的土壤中.

尽管无论是关系研究还是量子研究都已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令人瞩

目的现象,并被冠以“转向”以预示其引领潮流的革新性潜力,但它们之间却鲜

有交集.在量子关系理论的倡议者看来,关系转向和量子转向的彼此忽视令

人费解,因为两者都持反牛顿本体论的立场,且量子力学以一种全面深入的方

式推崇关系整体主义.⑤ 值得强调的是,量子理论的整体论不仅是空间上的,

也是时间上的.这一时间的整体论认为,历史是一系列不可完全分离的,在内

部或逻辑上相关联和依赖的事件,且这种依赖是构成性的而非因果性的.⑥

尽管认识到量子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意义的学者并不多,⑦但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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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在杰克逊和内克松１９９９年的文章中就已经用量子力学中体现互补原理

的波粒二象性来比拟物体既是实体又是过程和关系的集合.① 作为国际关系

量子理论的主要开拓者,②温特是少数认识到量子理论对于关系研究的重要意

义的学者之一.他指出,量子现象的整体性和合作性能够有力支持以关系为

起点的理论.③ 但温特主要关注量子理论如何解释意识及意向性现象,继而统

一物理和社会本体论.④ 尤其是他希望通过解决心身问题来推进的社会科学

争论主要是关于能动者与结构、物质与观念这些埃米尔拜耳所言的传统的二

元对立,并未提及实体与关系.⑤

在此基础上,潘成鑫提出,关系转向和量子转向的深入融合需要由一种更

为鲜明具体的量子关系观点来实现.他认为,量子理论中的全息视角可以充

当这一角色.⑥ 全息理论强调部分参与整体,而并非组成整体.⑦ 这意味着任

一部分的缺失并不在构成意义上影响整体的完整性.如温特谈到的国家与个

人的例子,一个国家即使在一场自然灾害中失去了大部分人口,但仍能基于幸

存者而重建其核心机构.⑧ 这是因为,部分通过全息仿真来反映整体,或者说

整体被包含在每一部分中,故而关于整体的信息可从任一部分中获取.⑨ 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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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整体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于作为其部分的任一实体内部,因此实体无法与

整体剥离开而单独存在.① 此外,全息状态是动态的.任何物质实体的量子射

出都携带着其量子态事件历史的非定域信息.② 在国家的例子中,一个国家是

它所在世界的一个动态全息缩影,它既卷入整体的动态关系中,同时又是那些

动态关系的一部分.③

一直以来,社会科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对量子理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纠

缠、不确定性、测量问题等概念上,对全息的讨论相对不足.④ 温特是一个例

外.他认识到全息见解对我们如何理解国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⑤ 但温特

的相关讨论主要局限于将国家视为一种全息图像,⑥并未在本体论意义上有进

一步的展开.基于理论物理学家戴维玻姆(DavidBohm)对全息理论系统性

的论述,⑦潘成鑫深入探讨了全息视角对关系理论尤其是关系本体论的意义.

潘成鑫的量子全息关系理论对关系本体论的完善和推进主要表现在三方

面.⑧ 首先,已有的关系理论缺乏对关系和关系性的明确定义.作为一种特殊

的关系形式,量子全息有助于减少对于关系定义的模糊性.其次,已有的关系

研究着力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量子全息理论看来,这种人们通常

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关系的一种即外在关系.量子全息理论将关系视为实体存

在的必要因素,即关系从一开始就隐缠在实体之中,每个实体内部都存在着其

大的整体、整体的各个部分和部分间的所有关系.因此,量子全息理论能够充

１５

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１９．

EdgarMitchellandRobertStaretz,“TheQuantumHologramandtheNatureofConsciousness,”in
R．Penrose,S．Hameroff,andS．Kak,eds．,ConsciousnessandtheUniverse,Cambridge,MA:Cosmology
SciencePublishers,２０１１,p９４２．

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２６．如果以上这些关于全息的讨论过于抽象,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来理解这一概念:“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握无限,刹那即永恒.”

JamesDerDerianand Alexander Wendt,“‘Quantiz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Casefor
Quantum ApproachestoInternationalTheoryandSecurityPractice,”p．５;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p．２１．

AlexanderWendt,“Flatland:Quantum MindandtheInternationalSystemasHologram,”p．２９０．
AlexanderWendt,QuantumMindandSocialScience:UnifyingPhysicalandSocialOntology,

p２７１．
玻姆的全息理论可参见中译本戴维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沈定国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p１５Ｇ１９．



分阐释另一种长期被国际关系理论所忽视的关系,即存在于事物内部的隐缠

关系;最后,如前所述,已有关系理论因为基于实体与关系的二分法,往往陷入

实体与关系之间孰先孰后的本体论困境.秦亚青试图摆脱这种二分法,提出

过程与行为体共存共生,①存在与共在互为生命前提.② 可惜的是,这些主张更

多地止于对可能性的描述,并未就这一状态何以可能给出清晰的理解思路.

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给出了关系和实体的本体二象性这一具有针对性的解药.

不同于二分法,二象性强调关系自始便存在或体现在实体中,因此,在本体上

解决了二分法所带来的困境.

当然,以上四种理论远不足以概括和呈现关系转向文献的全貌,后者还包

括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的关系平衡理论、③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

授卢伊扎奥迪塞奥斯(LouizaOdysseos)的关系共存理论、④亚伯大学国际政

治系教授米利娅库尔基(MiljaKurki)的关系宇宙论(relationalcosmoloＧ

gy)、⑤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卡琳菲尔克(K M Fierke)的全球

交谈(globalconversations)和全球纠缠(globalentanglement)⑥等代表性理论.

尽管本文未对它们展开详细论述,但并不是意味着对其影响力的忽视,也需要

学界对其进一步探究和分析.

二、关系理性与伦理相交汇:关系主义的方法论意义

实体本体论将世界切割为本质上不同的个体和部分,产生和强化了自我

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界分.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先于关系直接导致了主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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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理论对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和国家间相互敌对的认识.即使有学者

以文明来补充、拓展或替代国家,也依然难逃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模式.① 如温

特所言,只要经典世界观占据社会科学,竞争和冲突就会被默认为人类本该有

的状态.② 世界的分裂和冲突是否如实体主义所理解的那样自然而然和理所

当然? 关系主义对此有不同看法.

(一)理解差异和冲突

赵汀阳把人类所深陷的各种冲突归因于现代社会科学流行的“方法论的

个人主义”.他指出,现代政治的最大成功是个人权利,而最大错误是把自私

合法化,也就是造就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文化.这种单边主义的个人理

性一心追求排他利益最大化,必定导致他者不合作,甚至增加并深化本无必要

的敌意和冲突.因此,理性化的自私往往导向集体非理性,各种精妙的个人主

义策略只能使人们在集体非理性的陷阱中越陷越深.③

秦亚青也认为,西方的个人主义或个体理性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他

进一步用黑格尔式的冲突辩证法来揭示西方将冲突视为事物间关系的本质属

性的思维方式.他指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事物的两极构成正题和反题,根

本上是对立和冲突的.只有当一极压倒或消灭了另一极,事物才能向前发展

和进化,形成新的合题.④

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强调事物两极性的冲突辩证法,都将差异视为事物

的根本特征.传统的关系主义认为是关系建构了事物的特点和差异,但由于

无论是对关系还是过程的阐述都并未在对它们惯常认知的基础上有更为实质

性的推进,因此,也无法使人们对事物各自的特点及相应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如

何在流动的关系和过程中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形成清晰的认识.量子全息

关系理论通过整体—部分二象性,具体描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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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在对这一特殊的关系形式有了较为充分完善的认识后,理解差异不过是

全息中各部分的偶然的、受时空影响的展出而已,①并不是事物独特的固化的

本质.

在量子全息的视角下,尽管每个部分都与整体发生着全息纠缠,但它们体

现和展出整体的方式又是具体的和各不相同的,因此,使人们得以区分这些部

分.它们的差异来源于与时空的不同关系,这些关系使它们在整体中处于不

同的且不断变化的位置.② 因此,差异不仅体现在处于不同位置的部分之间,

也随着同一部分位置的变化而发生.例如,潘成鑫提出并论证,中国崛起可以

被视为一个全息转变的过程.③

同一个整体中的不同位置性和展出使得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即使它们发端于同一根枝干.在国际关系中,这表现为不同主权国家看似

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利用这种独特性和对自

我与他者的二元理解可带来的清晰的身份认同,推动国家对于自我利益的追

求,制造了国家间针锋相对的场景,使得世界更加分崩离析.然而,差异只是

展出过程中产生的表象而已,尽管这使得具有差异的部分看起来好像本来就

是可分割的、独立的单元一样.但重要的是,这只是“好像”而已,它们并不是

客观上彼此割裂的自我和他者.④

(二)关系理性:冲突化解之道与更好的世界

关系主义学者以关系理性为方法,探求化解冲突之道.秦亚青指出,关系

理性是指关系界定理性.强调关系性并不是要排斥理性,而是说理性是关系

环境中的理性,是关系互动过程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同于西方思维中的排

斥了关系要素的,将理性人视为独立、分离的行动者的个体理性(或称之为工

具理性).⑤ 赵汀阳通过“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更具体地阐述了关系理性与伦理

相交汇如何得以可能: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关系为基本单位去分析人类行为

４５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２年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２５．

Ibid．,p２９．
ChengxinPan,“TowardaNewRelationalOntologyinGlobalPolitics:ChinasRiseasHolographic

Transition,”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AsiaＧPacific,Vol．１８,No．３,pp３３９Ｇ３６７．
Ibid．,pp２４Ｇ３１．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６３—６４页.



和价值观,思考重心不在个人而在关系,但并非否定个人利益,而是优先确保

关系安全和关系利益,以便更好保证各自利益,优先考虑关系的最优可能性以

求开拓更大的可能利益和幸福.①

赵汀阳强调,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不仅是一种伦理主张,也是一种更有远见

的理性计算方法,也就是关系理性.在这一意义上,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或许正

是孔子所相信的利益与道德的结合点,一种更好的存在方式.②

基于对关系理性的这些基本认识和主张,并以其为方法,关系主义学者提

供了化解国际社会的冲突和世界问题的多样化视角和阐析:

１．荀子思想的启发:以“世界”为政治分析单位.赵汀阳指出,从霍布斯以

人人冲突的自然状态为分析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假设开始,到洛克、康德、韦伯、

哈耶克、罗尔斯,这些奉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

治学家都无法为克服冲突,形成合作这一人类最大的难题提供解决之道.他

们对冲突有着足够清楚的认识,却无望解决冲突,因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使得

从冲突到合作的进化成为一个“无中生有”的难题.③

与霍布斯的人人冲突的初始状态不同,荀子相信,个人无法独立生存,所

以初始状态必定是社会合作状态.正因此,合作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人类社会

的先天基因.人际冲突并非源于独立个人之间的争夺,而是合作之后出现的

如何分利的问题导致的.④ 但赵汀阳也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固然与人际关

系的初始状态相悖,却适用于群体之间的关系,如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探

求国际社会冲突化解之道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人类能否作为一个总体的群而

合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天下理论,以寻求对人类冲突普遍有效的合

作解释.⑤

中国传统政治是为了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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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汀阳:«深化启蒙: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第９１页.
同上.
同上书,第９０—９１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５８页;«深化启蒙:从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到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第９１页.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第５８页.中外研究中关于“天下”的论述众多,无法一一例

举.赵汀阳对“天下”展开了系统性的论述,被认为形成了中国学派中的天下体系理论.



上的,生发于西方且无法从中国本土孕育出的“民族国家”.① 社会是一个可以

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政治空间,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

没有不可兼容的他者.如果一种政治完美到万民归心,就将成为整个世界社

会的政治.这个“世界性社会”就是“天下”.因此,按照“世界性社会”或“天

下”的成立标准,目前的无政府国际社会并没有成为世界,我们有的只是地理

意义上的世界,而非政治意义上的世界.② 这都源于西方政治思维看不到国

家之外还存在着世界公利.在天下理论中,不仅仅是“国家”,“世界”也被当

作一个政治分析单位,因此,有望解决国际社会的冲突等世界总体的政治

问题.③

２．阴阳元关系与中庸辩证法.关系理性体现了一种整体观.赵汀阳以

“共在”和“天下”来理解整体,秦亚青则以阴阳合体来认识整体的基本形态.

他指出,阴阳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本形态,是元关系.④ 阴与阳既是两个分体,

是自我与他者,同时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圆满合体.⑤ 对于元关系

的这一认识是通过中庸辩证法来实现的.中庸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一样,

也强调事物的差异和两极性.但它们在如何看待两极关系的问题上存在根本

性的分歧.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将对立冲突视为两极关系的本质,中庸辩证

法认为两极之间的关系是交合互补的.新的合题或合体在两极的竞争、变

通、合作和交融中生成,既保留了两极各自的特征,又不能被还原为任何

一极.⑥

由此可见,中庸辩证法具有中和的本质,是一种和谐辩证法,是冲突化解

之道.和谐并不否认冲突,但冲突本身不具有本体意义,它只是对原初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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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学界普遍认为,１９世纪末,现代民族主义或曰政治民族主义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取代了

原有的文化民族主义即文化认同.这也是中国从文化实体转变为政治实体的重要标志,中国被迫成为了现

代民族国家.详细论述参见 YongnianZheng,DiscoveringChineseNationalisminChina:Modernization,
Ident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９.事实上,
这一主流观点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叙述.

正因此,赵汀阳认为,真正的世界史尚未开始,他关于“天下”的研究着眼于天下秩序的未来性,使中

国传统的天下理念直接与关于未来世界的设想对接.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

象»,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５９—６０页.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第９页;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第２５页.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第２５—２６页.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第８—９页;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第２５—２７

页.



偏离和表象,可以在不断趋向中和的运动中实现和谐的本原状态.① 或者说,

和谐是根本性的,冲突和斗争是附着性的.冲突本身也是为了生命的成长与

和谐.② 秦亚青指出,中庸辩证法可以为国际社会中的所谓对立和冲突提供另

一种解释,为理解国际政治开启一种新的世界观.东方与西方、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些看似冲突的两极,可以通过包容和化解向和

谐进化,在它们各自保持原有特征的情况下形成新的生命合体.这种认识论

原理可以超越国际关系甚至社会关系,而推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广泛的

领域.③

３．部分对整体的全息责任.大多数关系理论对关系的理解止于事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它们对整体、整体与部分间关系的理解,

以及相应的关系理性的应用范围.④ 量子全息关系理论发掘出事物内部的隐

缠关系,揭示了部分不仅仅是部分,同时也是小规模的整体.因此,即使部分

的不同展出使世界变得多样化,但同时,对整体的卷入又使得各部分处于相互

联系、休戚相关的世界中.在全息相关的世界中,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不

再具有清晰的界限.这不仅对传统的关于身份和利益的思考方式提出挑战,

也意味着须对一切负责的全息责任.因为无论多么微小的部分,只要参与整

体,都会影响整体和其每个部分的安危和福祉.⑤ 而且恰恰因为它们的微小

性,更容易扩散开来并卷入到整体的各个部分,例如,微小的新冠病毒足以引

发世界性大流行.⑥ 因此,全息责任不仅具有伦理意义,也是出于关系理性的

考量.

此外,量子全息关系视角也大大扩展了整体的含义.在国际关系中,整体

远远不止是国家及国家间的关系,还包括社会和生态系统,及其部分、部分内

部的隐缠关系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所有外在关系.⑦ 此前,尽管也有关系学者

(如秦亚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入思考的范畴,但对其理解通常只是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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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第２６页.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１２０页.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第９—１０页.
尽管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的提出者并没有明确提到“关系理性”这个词.
ChengxinPan,“Enfolding 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３１．
Ibid．,p２６．
Ibid．,p２５．



于对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理解的机械引申.而量子全息理论则对这包含

一切的整体赋予更高的本体论地位,它不是简单地由国家、国际社会、生态系

统等组成,而是自一开始就以全息再现的方式渗透到这每个部分中,成为它们

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部分不仅会对其所属领域或系统产生影响,如中美关

系与东南亚小国的安危,或地球其他地方的氟氯化碳(俗称氟利昂)污染与南

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同时还会产生跨域影响,而所谓“跨”,只不过是我们对

这些“域”所共属的整体的似是而非的分割,它们实际上彼此纠缠,难以割裂.

这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看似与国际关系毫不相干,但与国际关系共享同一个整

体的其他部分,最终都会投射到国际关系中,如体育与乒乓外交,切尔诺贝利

灾难与苏联解体等.① 或反而观之,国际关系也会投射到其他领域,如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与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

结　　语

从１９９９年杰克逊和内克松率先提出关系先于国家,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

领域关系主义的先河;到建设中的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秦亚青、赵汀阳从中国

文化中汲取养分,先后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和共在存在论;再到与新兴的量子理

论相结合而成的量子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呈现出数家争鸣的

蓬勃生机.尤其是在对关系本体的理解上,这些理论展现出交集与分歧并存

的局面,集中体现在过程与实体的二元论和二象性、关系的动态性、过程的

自在性、过程的主体、外在关系与隐缠关系等问题上.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

和辩论体现了学者们对关系本体的反思和再思考,推动关系本体论向前

发展.

关系本体论的发展相应地推进着其方法论———关系理性的发展.在国际

政治领域,关系理性的方法论意义尤其体现在对差异和冲突的认知中,并且能

够提供实体主义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所无法提供的化解冲突的方法.事实

上,在关系主义的世界中,冲突原本就不存在,或只是短暂地存在;冲突恰恰是

实体主义的世界制造的.无论是方法论的关系主义,以“世界”为政治分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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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更多案例参见ChengxinPan,“EnfoldingWholesinParts:Quantum Holography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２５Ｇ２６.



位的天下理论、中庸辩证法,还是强调部分与整体休戚相关的量子全息关系理

论,都从各个角度为我们演绎和证明了一种基于关系利益而非个体(国家)利

益的理性何以可能.更重要的是,依关系理性运作所能实现的世界正是我们

向往和追求的道德伦理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更好的世界,是我们可以

在关系主义中期许的未来.

通过本文的讨论,希望能为关系主义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做出一定的

贡献,并期待学界能继续深化其下一步发展的相关议题的讨论.

第一,以文化为方法,加深、拓展和贯通对关系本体的认知.本文强调不

应以文化差异为依据来界定关系本体论内部的不同类型,或阻碍不同文化背

景下关系本体的沟通.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背景与学者们对关系本体的认

知的确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的一个直接作用和意义是,文化可以

成为理解和发展关系本体的方法.首先,独特的文化概念和理念可被用来类

比甚至定义关系本体中诸多尚未得到充分概念化的抽象描述,从而加深和拓

展对后者的理解.例如,关系学者中不乏将事物的差异和两极视为同一整体

的互补元素的观点和论述,①但秦亚青运用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图使得互补、

交融的概念,分体与合体的关系更加具象化和易于理解,并有利于就此生发更

多的联想和衍生.② 其次,恰恰是基于不同的文化,可以实现对关系本体的共

同认知.当中国人理解了“气”,印度人理解了普拉那(prana),古希腊人理解了

普纽玛(pneuma),他们便不难达成这样的共识:生命处于与环境的互动和交流

过程中,这一过程不间断地生成着新的生命状态.

第二,量子理论的新颖视角和文化中性将更为深入有力地推进关系本体

的发展.如前所述,虽然量子理论与关系理论具有本体论共性,却彼此忽视.

事实上,这种忽视可能更多在于关系理论方面,大多数关系学者缺乏对量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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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amaraA．TrownsellandArleneB．Tickner,“DifferingaboutDifference:AnIntroduction,”InＧ
ternationalStudiesPerspectives,Vol．２２,No．１,２０２１,p２７;AmayaQuerejazu,“WhyRelationalEncounＧ
ters?”InternationalStudiesPerspectives,Vol．２２,No．１,２０２１,p３３．

当然,秦亚青并不是唯一的关注到道家思想中互补理念的关系学者,其他学者及相关论述如L．H．
M．Ling,TheDaoofWorldPolitics:TowardaPostＧWestphalianWorldist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Ｇ
don:Routledge,２０１３;“WorldsbeyondWestphalia:DaoistDialecticsandthe‘ChinaThreat’,”Reviewof
InternationalStudies,Vol．３９,No．３,２０１３,pp５４９Ｇ５６８．此外,相关的是,提出互补原理的量子物理学家尼

尔斯博尔(NielsBohr)早已关注到道教(及佛教)的互补性,参见 NielsBohr,AtomicPhysicsandHuman
Knowledge,p．２０.



论的了解.而就量子理论而言,其主要概念如纠缠、测量问题等本身就是关系

性的.对它们的阐述,及基于和围绕它们展开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关系性思维,

即使并未刻意以关系主义定性之.例如,温特在谈量子决策理论和量子博弈

论时强调了纠缠概念,他指出,纠缠使得量子过程具有合作的特性,它给了实

在一个与原子论经典世界观完全不同的整体性维度.在量子世界观中,人类

是具有共同基础的关联投射,因此,合作而非竞争和冲突,才恰恰是理性的.①

这些阐述都与关系主义相洽.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的提出是一次明确地将关系

理论与量子理论相融合的尝试,固然于两者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其对关系

主义的影响更具突破性.如果这一尝试能推动更多的量子理论之于关系主义

的具体研究,乃至两者的全面关注和互动,它们彼此间的拓宽、深化和加强不

仅会使它们自身尤其是关系主义呈现出新的面貌,也将使经典世界观面临更

大的挑战.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将面临重大变革———而这或许只

是更大范围和更深层学科变革的冰山一角.关系主义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

际关系学界将关注点拓展至人与其他生物、生态环境、技术等的关系.② 尽管

一些关系学者如秦亚青将人的关系视作社会世界的核心,甚或如赵汀阳严格

区分了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并认为关系是人类社会的独有现象,但这一类以

人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些质疑指出,人类

中心主义把人抬升到过高的位置,而忽视了其只是生态系统和地质历史的一

部分的事实.此外,作为一种主流思维方式,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主流社会的思

维方式,往往压制了其他社会的别样世界观.③ 量子全息关系理论的提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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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Wendt,QuantumMindandSocialScience:UnifyingPhysicalandSocial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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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彻底的解构成为可能.如前所述,在

量子全息的视角下,国际关系不仅属于包容一切的整体,同时也先天地包含这

一整体.国际关系与整体和整体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只是人们惯常所理解的关

系,还有纠缠和隐缠关系.这将深刻变革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并要求

多种学科的深度融合,而不仅仅是传统跨学科倡议下的学科间结合和相互补

充.① 这样的融合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有关国际关系的不

少理念原本就渊源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甚或自然科学学科,而困扰国际关系

学者的诸多难题同时也是其他学者所关心和试图解决的.但打破学科间的界

域并不意味着要将它们相杂糅以致混淆不清,在大熔炉中形成单一的普适的

分析框架.国际关系的问题依然是可被辨识和定义的,然而若仅仅围绕国际

社会和人类社会并依赖于传统的分析框架,已远远不足以对其被量子全息关

系视角发掘出的复杂性做出充分解释.很显然,这样的变革并不只适用于国

际关系,因此一旦发生,将迅速波及其他学科.② 更重要的是,它先天的整体性

和融合性使其无法止于任一学科内部,这预示着学科范式的根本性转变.

１６

国际关系学的“关系转向”:本体论的演进与方法论意义

①

②

多学科的融合需求不仅仅在于内容,即生态环境等传统上不属于国际关系研究范畴的领域事实上

亦应受到其足够的关注;同时也在于方法和视角,例如,结合上述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主流社会的世界观对

多元化世界观的抑制,不少人类社会一直持有关系性的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人类学有一整套在

根本上有别于国际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和理解这些我们所谓的非主流社会.
也许其他学科自身早已在酝酿中,甚至初见端倪.


